























































































































































































































































他们并没有如 《法国民法典》一样区分所谓的 “侵权与准侵权”，１９００年 《德国民法典》也因
此并未区分二者，仅在第二编债务关系法第八章具体债务关系第二十七章规定了侵权行为。


























































































































































































































































































































































条规定不得从高空、建 （构 ）筑物向外掷物、泼水，第３条规定从高空、建 （构 ）筑物向外掷
物、泼水的，责令其清除干净并处以２００元罚款。因而，有学者主张高空坠物可通过行政法规
来解决，而否定其民事侵权责任。〔６２〕但王利明教授认为，通过行政法规和行政机关来处理高
空坠物问题，有以下缺陷：第一，多头管理，权责不明；第二，措施有限，动力不足；第三，
行政措施不能代替民事救济。〔６３〕
（２）救济方式。一旦损害产生了，由谁来承担，以什么理由让其来承担责任，是侵权法所
要研究的中心问题。但需注意的是，“侵权行为法并非填补损害的唯一途径，填补损害不仅是
侵权行为法的任务，也是责任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所应该解决的问题”。〔６４〕因此，对于加害人
不明的高空坠物产生的损害，众多学者主张，基于责任自负 （过错责任）的原则，让没有实施
抛掷或放置行为的建筑物的使用人承担责任，有违侵权法的基本原理。而此时，可以通过责任
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来给予受害人相应的补偿。针对此种观点，王利明教授认为，正是由于我
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还不健全，责任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这决定了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需通过侵权法来对不幸事故的受害人提供救济。〔６５〕
５．从法社会学的角度。从研究方法来看，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是采用了纯粹理论分析
的方法，几乎不会通过实际调查和统计数据等法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高空坠物的现象，但也
有极少数的例外，这就是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的调查报告”，它通过实际调研的
方法来研究高空坠物案的社会影响，其主要调查结果如下：“从某市２０１１年１－６月的调研情
况看，９２％以上的被告选择了上诉，总体执行标的不到２．８％，３５．６％的当事人不服判决信
访”〔６６〕。这一结果可从三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受害人基于便利的考虑，往往会选择直接到法院起诉。发生高空坠物伤人事件后，
受害人可要求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但可能因为 “侦查困难”而不了了之，但现在有了 《侵权责
任法》第８７条，受害人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此条获得法院的支持判决，让众多可能加害的建筑
物使用人承担责任。所以，这也导致他们寻找真正肇事者的动力下降。
其次，作为承担责任的建筑物的使用人，往往抵制判决。由于 “冤有头，债有主”的传统
观念，他们总觉得自己是无辜的，认为这种判决有悖社会常识，他们是因为肇事者的行为而受
到了 “株连”，因此对判决的执行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对于判决，他们要么上诉，要么上访，
要么置之不理。由于高昂的成本，他们也很少或不可能去积极地寻找 “真正的肇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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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判决实际得不到执行，损害了双方的法情感。受害人当然是赞成此种判决的，但由
于被告众多以及抵制判决的态度，虽然获得胜诉判决，执行起来非常困难，执行成本也很高，
执行率很低，这样反而使受害人产生了沮丧和不满的情绪；而被判承担责任的建筑物使用人，
也往往基于朴素的是非观念，认为自己没有做任何事情却要为他人的过错而买单，认为此条规
定为 “恶法”，从而抵制判决。
总之，从上述的调研结果来看，适用第８７条的实际社会效果并不好，不仅没有解决纠纷，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了社会稳定，造成双方当事人的对立。
四、结论
总之，我国 《侵权责任法》第８７条无疑来源于继承了罗马法上的抛掷或倒泼之诉的精神
的那些国家的近代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在加害人不明的建筑物坠物致害的情形，无论是罗马
法，近现代民法，还是我国的 《侵权责任法》，都必须处理对受害者的权益保护与维护行为人
的行为自由二者的紧张关系。罗马法上的抛掷或倒泼之诉将公共安全放在了个人自由之上，更
偏向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虽然它仍然通过 “控制力原则”尽量限缩责任主体的范围。在近现
代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中，由于坚持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过错责任 （或自己责任）成为主要
的归责原则，因而一定程度上更偏向于对行为人的行为自由的维护。所以，罗马法上的相关规
定逐渐式微也就不奇怪了，虽然由于历史惯性有些国家保留了它，但已不是主流的规定，而
《侵权责任法》第８７条无疑也被归入到这一少数派之中。
我们知道，维护自由与保护权益是一个 “此消彼长”的关系，侵权法在设置其规范时必须
在二者之间追求一种平衡，从而达到 “合理限制行为人的活动自由，同时适度保障被害人的权
益”的目的。〔６７〕我国的 《侵权责任法》第８７条极大地偏向保护受害人的理念，体现了一种分
配正义，而非作为侵权法根基的矫正正义，它体现了对权益进行倾斜性配置保护的法律父爱主
义，它着眼于局部损害的填补，却伤害了整体的正义。〔６８〕这也体现了欧洲学者所归纳的中国
立法者的 “损害赔偿的焦虑”，即为了对受害人进行充分救济，尽可能扩大责任主体的范围，
而不顾其设定规则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从而最终也导致了此条规定在我国民众中被视为 “恶
法”，得不到民众的认同与尊重。总之，《侵权责任法》第８７条的规定，无论从其正当性、合
理性与实效性中的任何一方面来看，都是失败的。
由于 《侵权责任法》第８７条已是成文的立法，短时间看不到废除它的希望，现在唯一的
办法是通过限缩性解释的方法尽量消除其不良影响，一定程度软化其规定，这包括：在适用地
点上，应严格限定为建筑物，不能无限扩大；在适用对象上，应严格限定在可能的加害人上，
排除一些不相关的加害人；在补偿责任上，应坚持部分补偿，而非完全赔偿，受害人的损害不
应由居住人全部赔偿；在责任形式上，数居住人承担的应是按份责任，而非连带责任；在追偿
权问题上，若之后找到真正的肇事者，应该允许已向受害人赔偿的居住人向肇事者追偿。与此
同时，并不排除通过行政和刑事的手段，在事前加强对高空坠物现象的控制，减少此种现象的
发生，以及在事后尽量找到真正的肇事者，从而尽可能避免 《侵权责任法》第８７条的最终适
用。当然，个人的意外伤害的商业保险制度也应推广，国家的综合社会保障机制也应进一步加
强，分配损害的任务本来就不能全部科加给侵权法，否则就会成为侵权法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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